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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红色音乐实践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 

马凌
1
 

【摘 要】：瞿秋白是革命家也是文艺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理论推动红色音乐实践，在主题的斗争性、集体的群众性、取材的朴素性上极力突出人民特征，将红色音乐

作品作为实践文艺大众化的武器，发挥了对革命的推波助澜作用。他的文艺创作风格、融合编排手法和夺取文艺领

导权的话语体系建构对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丰富了党的文艺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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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是时代风貌的集中体现，是人文精神的提炼、升华和表达。文艺大众化 1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文艺工作中的实践。中

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中国共产党指导下

的文艺大众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通过文艺形式深入浅出地阐释和分析中国实际，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为人民

大众所掌握。文艺大众化是百年党史发展历程中重要的精神财富，是贯穿党的文艺工作始终的主要线索，在建党百年来的各个历

史时期都充分发挥了鼓与呼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文艺工作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战线。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新时代文艺工作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也是文艺理论家和中国红色音乐的奠基人之一。他

较早将《国际歌》完整译配并公开发表，其填词的《赤潮曲》被汪毓和先生称为“中国最早的工农革命歌曲”。瞿秋白是较早对

文艺大众化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将红色音乐创作和文艺大众化工作紧密融合，为革命文化事业奋斗终

身，为中国红色音乐的发展和文艺大众化的探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瞿秋白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是其革命文艺理论的重要线索，相关研究很早就在文艺界展开了，王统照的《新俄国游记》（载

《晨光》1922年第 3期）、钱杏邨的《中国新文化的海燕——〈瞿秋白全集〉发刊预告》（载《文献》1939年第 4、6期）和朱自

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年整理出版），都着力将瞿秋白塑造成一个文艺家和政治家兼而有之的形

象。1949年以后，唐弢的《论作家与群众结合——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

3期）、王瑶的《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文艺报》，1980年第 3期）等都提及了瞿秋白对

文艺大众化的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瞿秋白的文化观研究再次兴起，陈铁建的《重评〈多余的话〉》（载《历史研究》1979 年

第 3期）和《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刘福勤的《文学家瞿秋白和革命政治家瞿秋白》（载《文学评论》1991

年第 3期）等研究成果均深度探索了瞿秋白的文艺理论思想，引起了文艺界和学术界的反思；贾植芳、王同坤的《化大众与大众

化：逆向的孪生主题》（载《文艺理论研究》1997 年第 5 期），彭维锋的《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瞿秋白左翼时期的文艺思想研究》

（新华出版社，2008 年版）等认为文艺大众化开创于瞿秋白，成熟于毛泽东。瞿秋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庞大谱系中的代表性人

物，沟通了传统文艺理论和革命文艺理论，他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发展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一、瞿秋白红色音乐实践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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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瞿秋白幼年时就表现出了对文艺事业的兴趣与热情，他的文艺理论在形成之初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1920 年秋，

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前往莫斯科进行采访，途经哈尔滨时正值“十月革命”三周年，哈尔

滨工党联合会集会庆祝，他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庆祝大会上人们高呼“万岁”并齐声合唱，让他为之振奋不已。经询问后，瞿

秋白得知人们合唱的正是《国际歌》，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会歌，苏俄更是将其作为临时国歌。庆祝大会结束后，《国际歌》

激昂的旋律在瞿秋白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在《饿乡纪程》中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到俄国之后差不多随处

随时听见。”[1](p76)1921 年 6 月，瞿秋白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并被安排坐在了主席台上，当主席致

完开幕词后，全场奏响的《国际歌》进一步扎根在他心中。在会议间歇，瞿秋白与列宁见面并进行了短暂交谈，投身革命的热情

也开始萌生。 

自幼浓厚的文艺熏陶使瞿秋白具备了良好的音乐创作基础，首次苏俄之旅也为他日后推动红色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

调。瞿秋白立志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创作红色音乐，传播革命之声、鼓舞革命之力、指明革命之向。1922年 12月，受陈

独秀指派，瞿秋白离开莫斯科回国工作，并于 1923年 1月抵达北京，分管中共中央宣传工作，担任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

与《前锋》主编，并参与编辑党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同年 6月，他所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刊登了

他参与创作的两首红色音乐，一首是他所译配的《国际歌》，另一首是他所填词的《赤潮曲》，这是他红色音乐创作的开端，也使

他成为最早利用红色音乐进行革命宣传的革命家之一。 

（二）大革命时期 

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斗争扩展到各阶层人民中，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号召全上海人

民起来举行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瞿秋白加入行动委员会，领导反帝斗争，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此次会议还

决定出版党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以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宣传党的政策，为运动指明正确方向。瞿秋白根据党中央指

示，担任《热血日报》主编。 

这一时期的《热血日报》在瞿秋白主持下刊登了大量群众创作的革命音乐作品。他本人亦将自己创作的三篇时事新调发表在

《热血日报》上，分别为用孟姜女调填词的《救国十二月花名》、用泗州调填词的《大流血》和《国民革命歌》。这三篇作品揭露

了侵略者惨无人道、屠杀中国百姓的暴行，歌颂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号召同胞们站起来，共同抵抗敌人、保

卫中华。“五卅运动”期间瞿秋白还填词创作了《五卅运动》，此曲是当时流传于上海等地的著名革命小调，取材自流行于苏南

一带的孟姜女调，通俗易唱、感切动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引领左翼文化时期 

1931 年瞿秋白受到“左”倾错误路线影响，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他自觉转移到文化战线，赶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

与鲁迅等共同领导左翼文化工作。自 1930年起，党团结了一大批先进文化力量，先后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

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八个左翼文化组织，统一为“左翼文化工作者总同盟”。夏衍在《左联成立前后》一文中曾谈及

此时的革命形势：“一九三一年中央委托瞿秋白同志到上海领导文化工作。……对于‘左联’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扩大统一战

线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2](p42)

瞿秋白在领导左翼文化工作期间，团结了爱国文艺分子，指明了左翼文化工作的方向，推动了

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1931年 5月，瞿秋白配用五更调创作了《鬼门关外的战争》，继续倡导“新文学”的文艺革命观。“九一八”事变后，瞿秋

白创作了《东洋人出兵》《十月革命调》《可恶的日本》等一系列说唱、小调等音乐作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二

八”事变后，瞿秋白愤而创作了《英雄巧计献上海》《江北人拆姘头》等通俗说唱，“还有无锡景小调填词的《上海打仗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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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格福气》和《十月革命调》等等富于宣传鼓动内容的山歌和小调”，[3](p13)鼓舞中华儿女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 

在瞿秋白引领下，大批爱国优秀音乐人才，如田汉、聂耳、任光、张曙、贺绿汀、吕骥、孙慎、麦新、孟波等被聚集在一起，

他们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从事抗日救亡音乐活动，创作了如《救国军歌》《大刀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打回老家去》《游击队

歌》等相当多的反映时代特征、贴近群众的优秀红色音乐。这些红色音乐通过影片、戏剧传播到了群众中并走向全国，成了当时

最能发扬红色精神、鼓舞百姓抗日的宣传载体。同时他们组织起了业余合唱团、百代新声会、百代国乐队、联华声乐团、词曲作

者联谊会等红色音乐组织，吸引了更多爱国音乐人士加入革命斗争中，扩大了红色音乐创作的阵地。 

（四）中央苏区时期 

1934 年初，瞿秋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离开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和

红色中华报社的社长和主编，开始接管苏区文艺工作，他相继颁布多个文件政策，任用相当多的文化艺术人才，大力发展红色音

乐，他坚持用红色音乐进行革命宣传，使红色音乐创作在红军中和革命根据地都十分活跃，鼓舞了更多人加入革命斗争。瞿秋白

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不仅重视红色文化建设，而且尤其重视红色音乐的创作与宣传。瞿秋白提倡广泛搜集民歌歌词，融入民歌、

山歌、号子、戏曲等音乐元素来创作红色歌曲，充分用旧音乐形式来歌颂革命斗争，如在庆祝“二苏”大会上，云集区的俱乐部

唱了江西百姓中最流行的《竹片歌》《砍柴歌》《十骂反革命歌》等红色歌曲。[4](p404) 

瞿秋白认为，“民间歌曲，对群众的教育更大，由于歌词是发自群众肺腑的心声，内容通俗易懂，好听好唱”，[5](p336)所以

更受群众欢迎。他本人坚持用当地的民间小调填词创作了《送郎参军》《十月革命调》《消灭白狗子》《红军打胜仗》等音乐作品。

瞿秋白还鼓励苏区音乐创作者不断将百姓所喜欢的民歌融入红色音乐中，苏区文艺工作者在瞿秋白的言传身教下，将红色音乐

与群众所喜欢的民歌紧密结合，集体创作了《送郎当红军》《春耕歌》《妇女翻身闹五更》《上前线去》《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红军不怕反动派》等一大批广为传唱、深入人心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基本取材自民间音乐，创作者通过调整并丰富原来的民

间音乐形式，更换新歌词等方式，将江西、福建一带的原始山歌、民歌改造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山歌、新民歌，描写广大劳苦群

众的生活、歌颂党的英明决策、赞扬工农红军的英勇无畏，使民众更深入了解党的政治和革命现状，鼓舞了群众参军打仗的热

情。苏区文艺工作者石联星曾回忆：“我们还寄了山歌、民歌歌词约有两百多首给秋白同志，他都亲自看过，有的也在《红色中

华》上发表过。能产生这些作品，与秋白对我们在方向上、方针上的指示与具体的帮助是分不开的。”[6](p346) 

二、瞿秋白红色音乐实践的表征 

（一）创作主题的斗争性 

瞿秋白所倡导的文艺作品主题的斗争性，服务于文艺大众化的革命斗争目标，是他革命大众文艺斗争实践的重要表征。瞿秋

白认为革命大众文艺就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要开始一个极广大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
[7](p475)“青天白日主义”是反动统治阶级用以麻醉大众精神、压制大众智力的话语霸权。文艺大众化就是要紧扣革命主题、扬起

斗争旗帜，将大众从迷梦中惊醒，鼓舞他们的斗争热情、坚定他们的斗争意志。 

瞿秋白的红色音乐创作充分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突出了斗争性，展现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和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其

作品适应了不同时期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绽放光华，真正实现了文艺大众化。如“猛攻，猛攻，锤碎这

帝国主义万恶丛！奋勇，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无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从今后，福音遍被，天下文明。只待共

产大同”，[8](p39-40)正对应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苦苦探索国家出路的革命形势。《赤潮曲》中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如同黑暗中的一

道曙光，划破了天际的沉闷，为革命群众展现了光明前景，号召人民群众投身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国际歌》和《赤潮曲》

都充当了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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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革命暂时陷入低潮。但瞿秋白在领导左翼文化的百忙之中，仍在《文

学导报》发表了说唱作品《东洋人出兵》，他敏锐而精准地指出革命失败的原因正是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相互勾结，号召：“全中国格工农兵，大家起来大革命，革命才能打退日本人，国民党叫伲镇静是送命，请问啥人

肯送命，国民党格话就请俚去听。勿止蒋王何汪几个人，地主大资本家末才是祸根，我伲穷人起来练大兵，打倒国民党救自家格

命。难能才能救自家格命，大家选出代表工农兵，起来管理中国格事情，自家组织起来做红军，联合世界上格工农兵，保护苏联

格大革命，叫醒日本格工农搭日本格兵，打退日本格军阀搭有钱格人。全中国格工农兵，大家起来大革命，革命才能打退日本人，

国民党叫伲镇静是要送伲格命。”[8](p106-107)这篇实事新唱源自从“滩簧”发展而来的“小热昏”，内容诙谐通俗、易于传唱，一

度流行于上海的街头巷尾，唱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阶级本质，兼具批判性和号召性，将振奋革命精神和

抗日保家卫国有机结合起来，极富思辨性和斗争性。 

瞿秋白的红色音乐创作充分体现了大众文艺的斗争性，红色音乐首先是为革命服务的，为解放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服务的，选

曲和填词都应当鲜明反映政治立场，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广大群众，扩大革命斗争力量。瞿秋白始终认为：“我们的

大众文艺，应当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进攻苏联，为着土地革命，为着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权独

裁，为着中国的真正解放而努力的一贯的去贯澈反对武侠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7](p473)瞿秋白的红色音乐创作以敢于斗争、

勇往直前的开拓者姿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创作集体的群众性 

在五四前后，瞿秋白不断构建文艺革命的话语体系，尤其是坚持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批判与反思，当时的文艺界盛行“在言语

文字方面造成了一种半文言（五四式的假白话），在体裁方面尽在追求着怪癖的摩登主义，在题材方面大半只在智识分子的‘心

灵’里兜圈子”的“欧化文艺”风气。
[7](p492)

大众文艺必须彻底坚持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观，坚定阶级的革命立场。文艺创

作者如果无法区分革命与文艺之间的联系，就必然会导致脱离无产阶级的审美意识，与群众渐行渐远。为了改造当时的文艺界，

瞿秋白提出文艺创作者要转变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提出了“向群众去学习”的口号。瞿秋白认为要向“普洛大众文艺”转变，

就必须“站到群众的‘程度’上去，同着群众一块儿提高艺术的水平线”。[7](p463-464) 

中国红色音乐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是在国民大革命时期，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举起血淋淋的屠刀，但左翼音乐家们反而以更旺

盛的斗志和更强烈的情怀，将红色音乐创作引入一段狂飙突进的岁月，掀起了“左翼音乐运动”的高潮。2瞿秋白作为左翼文化

运动的领导者，对于红色音乐创作的群众性定下了历史基调。 

瞿秋白领导下的左翼音乐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中探索文艺的群众性。左联的机关刊物《大众文艺》

曾连续发表了《革命十年间的苏俄音乐之发展》《音乐之唯物史观的分析》等译文及相关评论文章，“1932 年 9月出版的周起应

（即周扬）翻译的《苏联的音乐》（美国，佛里门著），就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音乐的发展和意义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9](p175)

郑导乐（沙梅）和谢韵心（章泯）所主编的《音乐与戏剧》创刊号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如何建设革命音乐事业的文章。“1933 年

春，田汉、安娥、任光、聂耳、张曙等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名为‘苏联之友社’的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或‘中国新兴

音乐研究会’）等组织。”[9](p176)苏联革命音乐的显著特点就是群众性，左翼音乐运动吸收了群众性创作的经验，将大量优秀苏

联革命音乐作品译介到国内的同时，探讨了中国红色音乐的理论与创作，为群众性文艺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左翼音乐家们也纷纷响应瞿秋白的号召，开始致力于探索在文艺大众化工作中如何突出群众性。1932 年 9 月良友印刷公司

出版的周扬所译的《苏联的音乐》译后记里，“着重介绍了苏联的‘大众歌曲’和‘大众歌唱队’，并指出：‘内容上是无产阶

级的，形式上是民族的音乐的创造，便是目前普罗作曲家的主要任务。’”[10](p925)与此同时，左翼音乐家们以工农兵为师，创作

了大量贴近工农群众、通俗易唱、短小精炼的革命斗争歌曲如《开路先锋》《大路》《码头工人歌》《九一八小调》《农夫苦》《抗

敌歌》等，并积极到群众中传播革命音乐。聂耳、张曙、孙慎、吕骥等左翼音乐家先后深入城市郊区、农村、工厂、学校等教唱

革命歌曲、讲授音乐知识、组织革命歌咏活动。左翼音乐家们正是在瞿秋白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指导下不断实践，使中国红色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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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与群众紧密结合，卓有成效地宣传了革命。 

（三）创作取材的朴素性 

瞿秋白指出革命的大众文艺在创作取材时，不应离开群众的队伍，杜绝高高在上的态度，要始终深入大众，留心“体裁朴素

的东西”，采用群众喜闻乐见又耳目一新的方式进行创作。用最朴素的题材创作最贴近大众的作品，是瞿秋白文艺作品创作的最

大特色之一。与此同时，瞿秋白也认为文艺大众化工作要在传统与现实之中寻找平衡点和突破点，“依照着旧式体裁而加以改

革”，“运用旧式体裁的各种成分，而创造出新的形式”，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践行文艺大众化，真正实现大众文艺大众参与和

大众文艺的精品化，“在文艺的形式上，普洛大众文艺也要同着群众一块儿提高艺术的程度”。[7](p471-472) 

瞿秋白在红色音乐创作中自觉从劳苦大众的朴素生活中取材，并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真正践行了与革命群众

的血肉联系，为劳苦大众指明了最终解放的光明道路。他主张文艺创作取材一定要朴素化、通俗化，从群众生活搜寻创作材料，

“利用流行的小调，夹杂着说白，编成功记事的小说；利用纯粹的白话，创造有节奏的大众朗诵诗；利用演义的体裁创造短篇小

说的新形式。……至于戏剧，那就新的办法更多了”，[11](p18)这样群众便能更大程度接受，“闭门造车是绝不能创造出大众的艺

术来的”。
[4](p404)

瞿秋白认为：“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艰难的长期的斗争，应当要和极广泛的劳动群众联系着，

应当争取广大的公开的可能。”[12](p140)瞿秋白身为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一直奋战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锤

炼文艺大众化的基本功，深刻揭示了红色音乐创作取材的朴素性，正是来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瞿秋白时常要求音乐家

们必须深入群众，从而使红色音乐既来源于人民群众，又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积极探索红色音乐创作取材的多元可能。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瞿秋白的文艺创作也愈发朴素和成熟，尤其在他全面主持中央苏区文艺工作之后，红色音乐成了苏区

红军文艺鼓舞宣传的重要工具，也因为题材广泛、主题鲜明、贴近生活而深受当时人民群众的喜爱。这一时期，苏区的红色音乐

创作也从业余化逐渐向专业化过渡。在瞿秋白的主持下，苏区相继颁布了《工农剧社简章》《高尔基艺术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

组织法》《俱乐部纲要》等文件，为苏区红色音乐创作取材指明方针、确定方向。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苏区演出创作团体多达 60

余个，反映了苏区文艺工作的欣欣向荣。 

瞿秋白也多次强调大众广泛参与文艺创作的重要性，苏区文艺学校、剧团开办的目的正是为党吸收和培养艺术骨干，从而推

动红色文化的发展传播。在瞿秋白的鼓励和支持下，高尔基艺术学校成为当时红色音乐的摇篮，培养了大量艺术干部，创作了一

系列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如《一起抗日去》《春耕运动歌》《红光在前》《义勇军》《欢送哥哥上前方》《东方战线上》《工农兵团

结杀敌》等，它们取材自广大工农群众生活，与革命形势紧密结合，起到了宣传革命、鼓舞士气的作用，使群众热情高涨，红军

团结一心。李伯钊、沈乙庚、沙可夫、石联星、赵品三、胡底、钱壮飞、崔音波等优秀文化艺术人才在文艺大众化的指导下为高

尔基艺术学校学生授课，培养艺术骨干，为苏区创作了更多的红色音乐作品，并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文艺演出、巡回下乡。苏区红

色音乐在瞿秋白的带领下，别开生面、轰轰烈烈，受到了苏区广大军民的热爱。瞿秋白正是通过题材通俗、内容深刻的红色音乐

作品凝聚了苏区军民的革命热情。 

三、瞿秋白红色音乐实践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 

（一）“信而且达”的文艺创作风格 

瞿秋白在第一次苏俄之旅后实现了从平民到革命家的伟大转变，也由此和苏俄革命文艺深深结缘。一方面，瞿秋白经历了少

时社会阶级的蜕变，对“文人书生”的平民身份体认极其深刻，也有着深厚的旧学传统；另一方面，瞿秋白是党内知名且难得的

“红色翻译家”，尤其在俄国进步文学和苏俄红色文学的翻译上，他贡献极大，如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别德讷衣、绥拉菲摩

维支、普希金、革拉特柯夫等人的经典著作，都经由瞿秋白正式译介到中国，其翻译水准被鲁迅誉为“信而且达，并世无两”。

受到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时代感召，瞿秋白开始了文艺大众化的探索，《国际歌》的译配和《赤潮曲》的创作，就深深根植于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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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大众化的土壤。 

当时《国际歌》在中国已有多种译配版歌词，但都不确切，且缺少曲谱对照。瞿秋白精通俄语，又会英语、法语，加之他懂

乐谱、会弹琴，具备了更准确译配词曲的条件，他决心将《国际歌》重新译配，使中国广大劳苦群众都能歌唱，把《国际歌》的

思想传递到中国的每个角落。原版的《国际歌》中，歌唱“国际”（Internationale）一词时有八拍的时值，因为在法文、俄文、

英文中都有较长的音节，所以歌唱起来通顺上口。而中文的“国际”只有两个字，音节过短，拍子过长，不符合歌唱习惯，显得

拖沓，缺乏雄壮的力量。经过再三斟酌，瞿秋白将“国际”一词创造性地音译为了“英德纳雄纳尔”，与国际通用的语音相近，

这也是他日后倡导“文腔革命”的理论来源之一。 

瞿秋白译配的《国际歌》首次以词配谱的方式刊登在他所主编的《新青年（季刊）》上，并亲自题序言：“此歌自一八七〇

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劳农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呢。欧美各派社会党，以及共产国

际无不唱此歌，大家都要争着为社会革命歌颂。”[13](p6)瞿秋白希望每当中国亿万万同胞歌唱《国际歌》时，都能被这气势磅礴、

庄严雄伟的旋律所震撼，使中国人民与世界的情感交融在一起，同世界人民一起在无产阶级的战歌声中去奋斗。自此，《国际歌》

才真正开始广泛流传，鼓舞了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拼搏，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初衷。 

《赤潮曲》是瞿秋白在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感召下创作的一首工人阶级革命颂歌，与《国际歌》同时发表在《新青年

（季刊）》上，由于他“信而且达”的文学风格，《赤潮曲》一时间引起了较大反响。《赤潮曲》的旧曲取材于昆曲曲牌“新水令”，

瞿秋白根据音调旋律将自己受十月革命感召而创作的《赤潮曲》新词重新填入曲中。4/4 拍的旋律与歌词交相融合，气魄宏大，

定调 D调，更符合大众的歌唱音域范围。《赤潮曲》迅速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歌唱流传，磅礴豪迈的诗词与激荡昂扬的旋律，鼓动

了工人阶级走上时代舞台，开展罢工斗争，坚决革命。 

《赤潮曲》是瞿秋白对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的高度赞美和评价，全曲层次分明，结构严谨，既吸收了革命歌词雄壮的特点，

又汲取了古典诗歌的滋养，采用了长短句，散而不乱、奇偶交错、韵律有致、豪迈雄壮，极富节奏美和音韵美。如“天下文明，

只待共产大同”与“无复奴隶种”两句，是红色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体现了语言的时代性和表现力。《赤潮曲》可以说

是《国际歌》的姊妹篇，是瞿秋白译配《国际歌》之时受启发所创作的，歌词描绘的是东方殖民地劳苦大众的觉醒，他用赤潮代

表群众的心声，歌颂共产主义理想，奠定了今后其文艺大众化的创作理念。 

（二）“旧曲填新词”的融合编排手法 

瞿秋白集革命家与文艺家于一身，他创作的红色音乐作品也体现出政治和文艺的高度融合。瞿秋白红色音乐的创作风格集

中体现在“旧曲填新词”的独特编排方式上。受益于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双重滋养，瞿秋白一生都致力于东西方先进文化的

融会贯通。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大众化工作也正是用意识形态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升华，以起到启发民智、促进革命的作

用。瞿秋白尤其擅长将群众中流行广泛的民歌小调等“旧曲”赋以革命启蒙的“新词”，从而提升音乐的创造力和感染力，激发

大众对革命的理解和认同。 

如瞿秋白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创作的《救国十二月花》，将江南地区广为流传的孟姜女调重新编排填词，选取孟姜女调中最轻

柔温婉的一段进行重复，唱词以拖腔为主，多用 Sol—Do、Do—Sol，两个下行五、四度音调，调式主音与下五度音之间行进紧

密，体现了江南民歌独特的风韵，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整篇作品严格遵循传统音乐的五声徵调式和起承转合四乐句结构，旋法以

级进为主，歌词则以方言的形式将“五卅运动”的整体面貌言简意赅地展现出来，让整首音乐既易于吟唱和流传，又深入浅出、

感人至甚，将对帝国主义的血海深仇和大革命的风起云涌展现得淋漓尽致。大革命时期也是瞿秋白红色音乐创作的高产期，《热

血日报》曾连续发表了他创作的《大流血》和《国民团结歌》，均是采取“旧曲填新词”的方式，用泗州调进行编排，结构均为

五句体乐段，为五声角调式，旋律多下行音阶，在瞿秋白的创造性编排下，《大流血》偏于悲怆，《国民团结歌》则偏于激昂，但

都易于大众传播演唱，展现了革命群众不怕牺牲、勇于斗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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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曲填新词”自此以后成了瞿秋白红色音乐创作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传统文化的厚重积累和红色文化的深刻理解使他创

作的红色音乐极富时代感和奋进感。瞿秋白始终认为：“没有人写谱就用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

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
[4](p404-405)

在日后的峥嵘岁月，尤其是全面领导红色文艺战线之后，他也一直鼓励左翼和中央苏区的

红色音乐工作者要善于就地取材，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小调赋以革命的崭新面貌，使红色音乐永葆大众化的生命力，将红

色的基因代代相传。 

（三）“文艺领导权”的话语体系建构 

夺取“文艺领导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的历史任务，瞿秋白的红色音乐创作基本属于文艺大众化的创作范畴，与“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艺大方向相合，适应了革命的需要，配合了党的政治工作，起到了号召广大工农兵奔赴革命战场、为

挽救民族存亡而战斗的作用。其音乐作品体现出的强烈中华民族传统创作风格与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展现了革命文艺的

特色，其旋律和节奏蕴含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蓬勃的战斗意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战线的重要成果。 

瞿秋白主持苏区文艺工作后，积极构建“文艺领导权”的话语体系，其切入点就是文艺大众化。如火如荼的文艺宣传工作让

广大群众更快了解了国家危亡的现状和党的方针政策，带动了群众共赴国难、参军打仗、建设苏区的热情。中央苏区的红色音乐

创作呈现出一片欣欣向繁的局面。瞿秋白不仅亲自指导红色音乐的创作，还将红色音乐的宣传提升到政策高度，在他主持颁布的

《俱乐部纲要》中就规定：“由部员自己分别组织歌谣、音乐（中国乐器）、图画（壁画布景标画标语画）以及戏剧等组，平时

各组自己研究练习。每当管理委员会决定组织晚会，就可以登台表演，唱歌、说故事……俱乐部的工作必须深入群众，因此在乡

村农民中，在城市贫民中尤其是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之中，一定要尽量利用最通俗的，广大群众所了解的旧形式而革新他的内容

——表现发扬革命的阶级的斗争精神。例如：……音乐歌唱方面[：]可以多收集民间的本地歌曲山歌：[，]编制山歌或练习中国

乐器（锣鼓、板笙笛、胡琴等）编成音乐队。”
[14](p492-493)

 

为了争夺“文艺领导权”，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理论的指导下，将领导“左联”时期的深刻理论思考放在中央苏区文艺大

众化的阵地中反复锤炼，最终构建了中央苏区的集体写作制度，尤其重视红色音乐创作活动的集体化，为延安时期集体写作制度

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全面统一领导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瞿秋白所创造的富于革命性、思想

性的红色音乐符号，寓意了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深刻道理和努力实现共产主义的丰富内涵，并以独特的方式印刻在了苏区军民

的心中。朴实的歌词曲调塑造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反映了苏区特殊的历史时代风貌，表达了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情绪。红

色音乐为革命注入了新鲜血液，凝聚了中华儿女推翻压迫剥削、建设家园的美好信念。 

可以看出瞿秋白的红色音乐创作理念以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为宗旨，以文艺大众化为切入点，通过通俗易懂的歌

词和经过革新的旧音乐将红色歌曲传唱到广大群众中去。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苏区音乐工作者有组织地进行了红色音乐的

创作、表演、宣传，通过举办晚会等形式向苏区军民宣传红色音乐作品，从而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瞿秋白将红色音乐的创作

与传播，整合成一种文艺宣传与革命政策相结合的系统化实践模式，运用群众利于理解和接受的手段构建起“文艺领导权”的

话语体系，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瞿秋白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与实践，也为日后延安文艺大众化提供了直接的参考与借鉴。 

四、结语 

瞿秋白是党的革命文艺理论体系构建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之一，如果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宏观层面上擘

画了革命文艺理论的伟大蓝图，那瞿秋白就是从微观层面较早进行了文艺与革命相结合的初步探索，对现今的大众文艺仍旧具

有极强的参考和借鉴意义。瞿秋白在民族危难关头，坚持以文艺为武器，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主动扛起时代责任，始终坚决反

对“时代的传声筒”式的口号文艺形式，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彻到现实主义音乐创作中去，做到了文艺与革命的统一。瞿秋

白清醒认识到，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如没有先进的文艺理论引导，就必将脱离劳苦大众。他的红色音乐创作试图弥合创作者

和受众之间的情感差异，在自己深刻体味民间疾苦的基础上，力求让劳苦大众明白音乐中流淌的革命精神，尤其是在创作中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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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着对普罗大众的热忱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这让他的红色音乐作品具备了时代性和生命力。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的探索与

实践中，积极贴近大众的真实情感，积极推动文艺在大众中的普及，反对反动大众文艺的“欺与瞒”，在他的感召下，许多知识

分子的自我定位也大踏步向“无产阶级”靠近。 

1935 年 2 月，瞿秋白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他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展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本色。同年 6 月 18 日，

在赴长汀水口刑场的路上，瞿秋白昂首高唱自己译配的《国际歌》，为革命壮烈牺牲，年仅 36岁。瞿秋白创作的红色音乐作品在

建党初期和国民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华大地，他积极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和苏区文艺工作，践行文艺为革命服务的使命，引领了广大

工农群众走上前线、共赴国难。瞿秋白明确了文艺大众化的探索方向，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信而且达、旧曲填新词、夺取文艺领导

权的大众文艺创作经验。在瞿秋白的身体力行下，大众文艺日益深入人心，具有鲜明斗争性、群众性、朴素性的文艺大众化成为

革命时期党在文艺战线的重要成果，不仅为巩固新生红色苏维埃政权贡献了力量，而且为中国红色音乐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扎

实深厚的基础。毛泽东与文艺家萧三散步时回忆起瞿秋白惋惜道：“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呵！”[15](p13)

这正是对瞿秋白文艺大众化探索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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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形成了“劳工神圣”和“到民间去”两大文艺大众化口号，文艺大众化理论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党的革命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1939）认为文艺大众化的历史起

点在五四前后的平民化，并至左联时期达到探索和争鸣的高潮；周文的《大众化运动历史的鸟瞰》（1940）跨接了左联和延安两

个文艺大众化时期，揭示了“大众化”和“化大众”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中将大众

化定义为：“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为文艺大众化运动正式定下了基调。日后

文艺大众化的相关研究，都深受以上三种文献的影响。 

2左翼音乐运动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左翼音乐工作者为骨干并团结爱国民主音乐力

量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运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1989年版，第 925页。 


